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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史料学刍论
———以民族区域环境史研究为中心

周　琼
（云南大学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６５０６００）

摘　要：环境史是正在构建及完善的历史学新兴分支学科，史料学是其亟待建构的基础领域。环境史
学建立于传统史学基础上却又突破其框架及范式，具有既普遍又特殊的特点及视域。环境史史料学既具备传

统史料学特点及基本理论、方法，也具有跨学科研究独具的特点，不仅重视传统史学推重的“二重证据”，也重

视实地调查（田野考察）资料、非文字资料及跨学科资料。在民族区域环境史及具体问题研究中，将不同类型

史料结合应用，使环境史尤其民族区域环境史研究建立在可信可行的基础上，构建一门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

环境史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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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是历史学领域一门新兴的、最具生命力的分支学科，在其学科体系的构建及完善中，环
境史史料学成为其中最重要、也是亟待建构的基础领域。环境史学及其具体研究已突破传统史学
的框架，在研究视域、方法、理论等方面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范式，其史料学在具备传统史料学的特点
及基本理论、方法的同时，具有跨学科研究独有的特点。最受传统史料学推重的“二重证据”①无疑
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环境史研究应该“五重证据”②———“二重证据”、实地调查证据、非文字证据及
跨学科证据相结合，研究及结论才能可信、可行。在环境史学科理论及体系的发展及构建中，尚无
学者对此进行研究。本文以民族区域环境史具体问题的研究及前期思考为基础，力图对环境史史
料的构成、特点及应用进行初步阐述，作为环境史研究及其学科构建的引玉之砖。

一、环境史史料的基础———“二重证据”

“二重证据”指古籍记载的资料及考古发掘的资料，王国维称其为“纸上之材料”及“地下之新材
料”，认为地下材料能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在环境史尤其古代环境史研究中“二重证据”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文献史料是史学存在及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环境史研究及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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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虽有学者提出异议，也有方家补充修正，如李学勤《“二重证据法”与古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５

期）、宁可《从“二重证据法”说开去———漫谈历史研究与实物、文献、调查和实验的结合》（《文史哲》２０１１年６期）、乔治忠《王国维“二重证

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４期）等，但“二重证据”的基础作用从未被忽视。

叶舒宪于２００９年后提倡由“三重证据法”推及的“四重证据法”，唐启翠、张玉、张丽红等也进行了探讨，如叶舒宪《国学考据学

的证据法研究及展望：从一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证据科学》２００９年４期）、《探寻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四重证据法与人文创新》（《社

会科学家》２０１１年１１期）等，以及从神话学、图像学、文明史、文化人类学、人类学、国学传统等视角的五论、六论“四重证据法”等论文。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２３
作者简介：周琼，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教授。

基金项目：“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第１２批培养项目（Ｗ８０１１３０３），项目负责人：周琼；云南大学重

点学科建设项目“西南环境史研究”，项目负责人：周琼。



历史研究离不开文献史料，作为史学分支学科的环境史当然也离不开文献史料的支撑。
传统文献分类的经、史、子、集部的史料无疑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基础，随后的起居注、档案、奏

章、实录等相对意义上的第一手史料，以及各类地方志、公私文书、碑铭墓志、笔记、私人书信、家谱、
账簿等是环境史研究必需的、基础性文献史料。甲骨文献、金文文献、敦煌文献、汉晋书简等专门类
别的文献史料是环境史尤其是区域、断代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依据。丛书、类书、政书等为环境史专
题研究奠定了基础。西南地区早期环境史史料也大多集中在这类史料里，尤其诸如常璩《华阳国
志》、樊绰《蛮书》（《云南志》）、李京《云南志略》等早期地方志是民族环境史研究必不可少的资料。
由于环境史研究的视角、视域及切入点与传统史学的不同，所需文献史料也不同于传统史学，

资料范围要宽泛得多。很多对环境史研究具有极大价值的文献资料往往不被传统史学看重，长期
以来备受冷落。而一些传统史学认为价值不大的文献如文学艺术色彩浓厚的小说、诗文、游记、戏
曲、散文、杂文及近现代内容庞杂的报刊、音像等资料，都对环境史研究具有极大价值。地方志、笔
记、诗文集、游记、公私文书、信件等文献包含的祥异、灾害、动植物、天文气候、地理、地质等的环境
信息相对集中，如“物产志”详细记载了动植物、粮食与经济作物、矿产与开采冶铸等内容，虽得到传
统史学的某些领域如经济史、社会史的珍视，但大部分研究者仍很少关注和使用这些与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教育、人口、移民等相关度较少的史料，这些史料实则是研究历史时期环境状况、物种生
存及发展变迁史的宝贵信息及重要依据，尤其是研究生物种类生存发展及其生态链乃至生物圈发
展变迁不可或缺的基础文献。借助气象学、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生物化学、
物理学、医学、经济学、法学、环境工程学、海洋性、土壤学等学科的方法及成果，不仅能复原环境变
迁的历史及其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也能探究历史时期不同生物及其环境的具体变迁状况。

（二）考古资料对传统史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存在及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环境史研究
的重要依据

出土资料为很多学术悬案及长期争议的史学疑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证据，环境考古史料及其
成果成为上古、先秦乃至唐宋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依据。出土文献再现了历史时期的生态要素及环
境状况，无论是战国琴瑟、汉代式盘、魏晋天禄、唐代铜尺等实物，还是甲骨文、简牍、写本、石刻、铭
文、帛书、盟书、封泥、玺印、泉文等文字，或是不同形制及类型的器物、遗址等考古学、史学研究的确
凿证据，其实物、文献及器物本身的材质、制造及其工艺等蕴含了丰富的科技史、环境史信息。如用
自然科学的技术及方法进行出土实物的材料化验，检测其生长环境、生存及其群落状态、气候及干
湿状况等信息，能为研究出土实物所处时代的环境状况提供详实依据。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民族考古取得了重大进展。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发掘了大量新石器、青铜
器遗址，为研究区域民族早期发展史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也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物证。如据
出土的动物骨骼、遗骸及碳化粮食、植物等，可研究遗址所在地的农作物栽培、动植物种类、数量及其
生长状况，了解与这些种群相关的生态链中的物种及其自然、气候、生态环境状况，这些实物资料在没
有文献传承及记载的地区，成为历史学各分支、相关学科研究的重要证据。如据遗址中出土的碳化稻
谷能了解当时水稻栽种的区域、品种及其气候、水、光照等情况，再据其他文献及相关学科的研究结
论，就能探究该区各生态要素及其生态环境的具体状况。１９９５年黔西吴家大坪遗址窖穴中发现大量
距今３１００年左右的碳化稻谷［１］，２０１１年湖南临澧县新安镇杉龙村新石器前期遗址发现距今约八九千
年的碳化稻谷及动物骨骼［２］，结合相关资料可知，新石器时期长江流域动植物种类丰富，气候温暖潮
湿，年降雨量高于８００ｍｍ，适合野生稻的繁殖，孕育了茂密的常绿阔叶的原始植被，为新石器文化的繁
荣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也为进一步确定当地的生物群落、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状况提供了证据。
云南元谋大墩子、滇池流域及其他新石器、青铜器遗址中都发现了碳化稻谷；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

来在洱海区域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碳化稻谷遗迹；宾川白羊村新石器窖穴中发现碳化稻谷
颗粒及灰烬；剑川海门口新石器遗址出土过成束的稻穗（均属粳稻［３］）及雕绘有大量老虎、野牛、豹子、
熊、猴、鹿、大象及驯养家畜等图像的青铜器。从这些实物及图画可知，当时滇池流域、洱海区域、金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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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流域气候炎热湿润，年均气温１２～１４℃，降水量８５０～１　０００ｍｍ，常绿及落叶阔叶树郁郁葱葱，剑齿
虎、豹等猛兽在林间出没，森林边缘住着大象和鹿，兔子、小灵猫等动物生活在矮小的灌木和草丛中；
河水经年不断，山麓上有不少冲击扇，河流与冲击扇间分布着片片湖沼，马、牛、羊、爪兽等动物生活在
河滩或浅草湖畔，湖泊和河流是鱼类、蚌螺、介形类和龟的领地。晋宁石寨山贝丘遗址证实了秦汉时
期滇池区域广袤的水域环境及水生生物状况。故民族考古资料是民族地区先民农业生活状况的珍贵
物证，也是气候、温度、降雨量、植被状况、动物种类等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状况的实物证据。

（三）文献史料及出土资料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传统史学及环境史学的研究都离不开二者的
相互补充及印证

考古资料在史学研究中，开辟了在性质和意义上完全不同于传世文献的资料来源。用地下完
好保存的实物证据去印证、补充或纠正文献史料，使很多悬疑问题有了突破性进展。相关、邻近区
域的文献及文物也能对无文献、无出土资料的区域及时代的相关问题研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边
疆民族区域环境史研究中甚至能产生纠正错误认知及结论的惊人效果。如由于长江上游多地发现了
碳化稻谷的新石器遗址，其中以云南较多，西南考古学者及日本人类学者对云南作为栽培稻起源地之
一的观点期望甚高。学界一度认为云南是亚洲稻发源地。著名的《稻米之路》、《倭族之源》等著作及
风行一时的日本“云南寻根热”即缘于此。但李晓岑对《山海经》、《三国志》等记录野生稻的文献进行
分析，并据云南新石器考古发掘并分析考古资料后认为，仅凭云南的生物条件不能确定云南在稻谷起
源问题上有优越地位。云南不具备栽培稻的起源地条件。因云南新石器发生时代晚于中原、长江中
下游及华南地区，最早的栽培稻发源地可在印度、东南亚和中国东南部寻找。云南的可能性应排除。
因此，“二重证据”完全适应了２０世纪科技飞速发展时代学术资料来源的巨大变化及时代发展对

学术研究的全新要求，丰富了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提高了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使中国传统文献及
史学研究进入到全新阶段。史学研究因之呈现出崭新局面。诸多学者将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互证，
取得了显著成果。环境史研究离不开“二重证据法”的理论方法及实践原则的指导，并能据此对生态
群落、生物种类及其分布变迁、气候变迁史、灾害环境史、区域环境史、环境疾病史进行更深广的研究，
得出更符合、更贴近环境史真实状况的结论。

二、环境史史料的补充———田野调查资料

田野调查又称实地调查、直接观察、实地工作，是研究者到被研究对象所在地了解、调查、收集相
关问题的历史、社会形态、文化结构、生态环境、发展变迁等资料的方法。这是研究工作开展之前获取
第一手资料的前置步骤。在调查中遵循以原文、原意、原事的原则进行记录，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
价值，弥补了二重证据在区域环境史研究中的局限及缺憾。

２０世纪以来是学术研究视域及方法日趋拓展的时代。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获取研究资料不再是
民族学、人类学、语言、文学、艺术等学科的专利，在史学领域也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其直接性、目标明
确性及资料的真实客观性、高价值性，还受到了社会学、生物学尤其是古生物学、环境科学、地理学、历
史地理、地质、地貌、地球物理、考古、行为学、文学、哲学、民俗、建筑等自然或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推重
及厚爱。很多宝贵的资料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发掘及应用，完善了文献记载的缺失及不足，为科学研究
的深入展开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环境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依据。
在区域环境史及其具体问题研究中，以“二重证据”为基础，通过田野调查，将收集、整理的资料应

用到区域、民族、专题环境史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打破了“二重证据”独领风骚的局面。历史研究本
身和田野调查都具有明确的现实性和实践性，二者虽然具有共通性但其互补性特点更为突出。中国
文献收藏量虽然极其丰富，但很多问题若不进行田野调查就无法弄清楚。历史学只有全面摄取与之
相邻的地理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已确立的田野调查方法及成果，才能开辟新的未
来［４］。而要给环境史开辟新未来，必须在“二重证据”的基础上，借助田野调查的理论及方法，才能让
所研究的问题更深入、更符合客观实际。

２５１



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人类活动也对自然界及生态环境产生了强烈
冲击及破坏。中国内地的生态环境在历史进程中已被多次破坏、恢复和重构，加上气候的变迁及干湿
带、温度带的南移，原有的生态要素、自然生态循环体系及发展脉络完全被打断。虽然史籍众多，考古
资料也极为丰富，但历史上很多消失了的生态状貌在史籍及考古资料中只是零星的片段。更重要的
是，并非每个区域、每个时代都能有文献或考古的资料。
中国是个区域性、民族性特点突出的国家。中原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存在着阶段性

差距。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口密集、开发时间悠久的中原内地的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生物种类减
少和灭绝的速度越来越快、几率越来越大。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由中原内地向周边民族
地区不断拓展。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呈现出同步性的剧烈变迁。但由于地理、气候、地质、自然环境、
交通、民族、区域文化等因素的限制，生态破坏的程度相对较弱，速度较慢。很多生态要素、生态环境
的具体状况甚至生态系统在人口稀少、发展相对迟缓的边疆民族地区保存了下来。这些地区的文献
记载及保存较少，古文化遗址及墓葬保存不多，只依靠“二重证据”进行研究显然不够，历史发展进程
的研究难以顺利开展，其生态环境及其发展变迁史的研究难度就更大。
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特点极为显著。在一些人类活动较少的区域，保留了历史生态环境某些发

展阶段及变迁过程中的特点及状貌，为环境史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在这些地区进行田野
调查并搜集相关资料，不仅是该民族区域环境史研究、也是其他区域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而
且可用回溯、推理、归纳、类比、演绎、因果联系等方法研究邻近区域乃至内地的环境变迁史。从这个
角度而言，环境史是一门可以切实有效地应用田野调查法进行研究并将解决很多悬疑问题的典型的
史学分支学科。
在气候及水热条件较好的滇、黔、川、桂等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因地理及整体环境的影响及制约，

社会发展进程相对缓慢，生态环境受到的冲击、破坏较晚。这里优越的气候及水热条件使部分被破坏
的环境在适当条件下能以较快速度恢复，并建立起新的生物链及生态循环系统，因而大部分生态要
素、物种得以留存下来。如明清以来云南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其天然的生态
自我恢复及更新能力，使其到２０世纪都还保留了中国一半以上濒危生物物种及其相应的生态环境状
貌。云南仅以４％的陆地国土面积就孕育了中国植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物种的５０％以上；约１７　０００种
高等植物中，一半以上的物种为中国仅有，包括大量珍稀濒危和特有植物。这就为生物学、民族学、人
类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条件，也为环境史尤其是动植物种类及其生物群落发展史的研究
提供了较好的考察阵地。这里保存下来的客观真实、无可替代的生态环境及物种信息，除了用田野调
查的方法收集、整理外，目前还没有一种较好的、能替代并满足不同学科研究需要的方法。
田野调查也对历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补充及推动作用，尤其是与传统

文献、考古资料、跨学科证据结合起来进行更深广的研究并解决许多重要且争论不休、进展迟滞的问
题时，得到了众多学者尤其是环境史学者的认同与欢迎，并取得了可喜成绩，其资料就成为环境史研
究中不可忽视的第三重证据。如考古学家宋兆麟将考古学与田野调查资料相结合，纠正了以往学者
认为东巴文是唯一象形文字的观点。他从田野调查中发现，四川木里俄亚村耳苏人母虎历书的象形
文字，纳木依人有象形文字，摩梭人也使用象形文字，只是远不及纳西族东巴使用象形文字广泛。彝
族祭司毕摩数量不少的手抄本经书有不少象形文字，普米族也有象形文字，藏族也使用象形文字，从
而提出了西南民族地区有一个象形文字链的重要观点，提升了人们对西南少数民族象形文字的认识。
又如，历史上因中原内地对边疆民族的歧视，西南各民族的文献仅民间传播。中原文献体系

中，无论是官方或私人均未对其做过系统调查和整理。许多民族文献在传承中湮没，西南各族的文
献种类及数量不为外人所知。２０世纪初中国民族学家深入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才意外
发现了很多少数民族存留的文献，遂成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一大亮点。著名民族学家杨成志在四
川大小凉山彝族地区、桂北龙胜县和平地区白水源头村进行调查，搜集到大量的彝族与瑶族文献；
陶云透、吴泽霖在云南搜集到大量的纳西东巴文献；岑家梧在荔波县水族农村搜集到水族的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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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荔波县驾欧乡拉欧村搜集到布依族经书；１９５６年费孝通在云南大理凤仪县白汤天法藏寺发现了
两大橱古代佛经，内有南诏、大理时写本２０多卷及宋元时期用“白文”批的写本、刻本，推进了对南
诏大理文化的研究。故田野调查资料不仅推动了民族古籍文献的整理及研究，还促生了彝、么些、
瑶、水等民族的语言文字、文献流传及民族迁徙与融合、哲学思想等领域的创造性研究，填补了民族
历史文化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分析这些文献、经书的内容及其材质，就能发现该地区历史时期的
植被及其环境状况。
因此，在环境史尤其是边疆、民族区域环境史研究中，在很多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使用田野调

查的方法，并辅以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及成果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无疑是上溯、复原历史生态要
素、物种状况及其生存环境，乃至生态系统及其变迁状况的最佳方法，也是一种能搜集到最完备的
资料及信息、建立系统的生物及生态环境发展变迁数据库的最好途径。以这些资料、数据为基础，
可建立起环境史的ＧＩＳ数据库及其系统。当然，应用田野调查资料时，必须进行必要的分析、考辨
后才能应用。这类资料必将在相关问题，尤其是没有文献记载及出土文物的区域环境史研究中发
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运用这种方法对濒危物种及其生态环境状况进行的抢救性调查研究，就成
为现当代民族区域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任务。

三、环境史史料的拓展———非文字史料

非文字史料是指不以文字方式表现的诸如图画、音像、歌舞、实物、口头传说等资料信息，包括
古代建筑、家具、衣物、器物、雕像、饰品、钱币、墓葬、遗址、遗迹等实物资料，还包括绘画、壁画、刺绣
图案等图像类史料，民族歌舞、图腾、传说、神话故事等口传史料及近现代的照片、唱片、电影、光盘
等音像史料等。从这一角度而言，其范围几乎无所不包，诸如乡风民俗、俚语弹唱、杂耍庙会、法事
等也成为非文字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非文字史料在没有文字及文献记载的民族及区域历史
的研究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成为环境史尤其是民族区域环境史、现当代环境史研究必不可少的
第四重依据。

２０世纪初，梁启超在西方近代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史料观，认为文字史料和非文字史料
各有长短，应结合使用，不可偏废。并指出史料的范围将不断扩大，以往不被看做是史料的东西随
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成为史料。中国是由多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文明古国，但边疆很多少数民族既
无文字，也无文献，汉文史籍有关记载也极为有限，有的区域、民族甚至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也无相
应的考古资料。要探究这些民族的历史尤其是环境史，发掘、辨析非文字史料中有用、可靠的信息，
就成为不能回避的方法。应用非文字史料进行创造性研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新的环境史史料
学价值观及评价标准，无疑是值得推广和肯定的。应用这种方法抢救性地搜集、记录、整理及研究
民族地区的历史，不仅能拓展及深化中国史、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更能对环境史尤其民族区域环境
史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口传史料极具学术研究价值
虽然口传史料被很多学者归入到文字史料的范畴，但鉴于其特殊的流传方式，尤其在没有文字

或文献记载的民族中长期依靠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医生等用各民族的语言代代口耳相传，应将其
归入非文字史料的范畴。
中国边疆多民族聚居区流传着丰富的历史传说、故事、民间史诗。这些口传史料包含了民族起

源、迁徙、发展及其生产生活的状态与经验、民族斗争、村落形成、等级制等民族发展史的重要信息。
其中的民族英雄史、民族智慧、生产资料、生存环境及生物物种、生态现象与生物链的状况以及各民
族的思想、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禁忌习俗、婚恋等内容，为民族区域环境史尤其是环境思想史、民
族环境制度史研究提供了丰富信息及素材。
各民族民间世代口耳相传的资料虽然以饮食、建筑、起居、出行、婚丧、节庆、宗教信仰、祭祀等

民族社会生活及文化方面的内容为主，但也包含了民族聚居区及迁徙区的动植物种类及其生存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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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猎杀动物、砍伐树木的时令季节或方式、保护水源及水源林等内容，以及民族间的交往及其生产
生活、贸易、民族交往等活动时必须遵守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很多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习俗禁忌，
大量具有浓郁民族生态风格和特色的生活习惯、信仰、村约寨规等自形成后就以习惯法的形式被各
族群众长期遵守和沿用，影响和制约着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及生态环境变迁的轨迹，为没有文字及
文献记载民族的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旁证。
各民族的宗教首领、社会事务管理者世代口耳相传的有关民族生存、迁移、医药、宗教信仰、风

俗禁忌及生存区域的环境状况、生产生活等信息，对古代民族环境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很多经
历了近现代历史变迁的民族老人对民族聚居区周围的动植物种类及其生存生活状况、自然生态环
境及其变迁状况都有极为深刻的印象，口头传承了环境变迁史的大量信息，对他们进行抢救性采
访，发掘辨析其中有价值的史料，可服务于近现代民族环境史的研究。因此，有效地发掘、整理、辨
析各民族关于气候、地理、动植物及自然环境等内容的谚语、说唱词曲、歌舞文艺中的环境信息，可
推动近现代民族环境的研究。

（二）民族实物资料最具实证价值
在民族地区留存的器物、生产生活用品、建筑物等种类、形式及内涵各异的实物资料中，蕴含了

丰富的环境史信息。如很多实物的材质、制造工艺、技术等蕴含的动植物种类、分布及其气候、生存
环境状况等信息，直接反映了该实物存在时代的生物种类及其群落状况、水热状况、生态系统及生
态链状况，为环境史尤其民族、区域环境史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证据。

（三）图像史料独具生态形象价值
民族图画、歌舞、雕刻等艺术图像资料包含了环境史的形象信息。很多民族描绘、刺绣或雕刻

在服饰、墙壁、岩石、山崖等场所的图画、壁画、图案，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歌舞等，其形式、内容、类型、
风格特点随时代及区域差异而各不相同，保留了很多自然环境与动植物种类及其生活情态的信息。
彝、纳西、傣、哈尼等族的非文字史料极具代表性。服饰、装饰品及建筑物、家具都绣着或雕刻彩绘
着各种类型、色彩艳丽明快的图画，既有数量众多、造型各异、栩栩如生的龙蛇、虎豹、雄鹰、狐狸、豺
狼、大象、燕雀等动物飞禽图案，又有花草树木、山河溪涧等植物及地理图案。不同时代及区域、不
同民族、不同种类生物的形态状貌都有极大差异，从中可发掘区域性生物生存及分布、变迁的珍贵
信息，对民族环境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四）影音资料是近现代民族环境史研究中最形象、直接的证据
近现代以来，随着影音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有关民族风俗、文学、艺术、建筑、节日等文化素材

的资料不断被收录到不同类型及题材的影音作品中。与民族文化传统及生态环境有关的、不同形
式及内容的民族资料在不同时期的电影、摄像、录音、纪录片、电视剧中得到了鲜活、形象、准确生动
的保留；这些音像摄制的时代、地点的生物种类及其环境状况也被全面、真实地保留了下来，为民族
区域环境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

四、环境史史料的丰富及深化———跨学科资料

跨学科研究又称多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尽管各名称的具体内涵及要求存在差别，但在一个
宽泛和模糊的层面上，几个概念被作为一个大致相似的含义在混用。简言之，就是运用多个学科的
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论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这是多个学科间的“合作研究”。它
能使科学研究本身趋向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发展。
多学科交叉研究一般是社会科学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自然科学间的交叉研究。自然科

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虽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与同类学科间的交叉研究相比依然处于弱势。
很多交叉只停留在肤浅的层面，尤其是社科学者在使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时更是如此。但很
多新的研究课题却需要切实系统的学科交叉才能取得新进展、获得理想的研究成果。这使多学科
交叉研究的内涵及外延处于深化及扩展的态势中。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交叉研究将成为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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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最活跃的领域。
目前，学科分化的趋势在加剧，但联系也愈来愈紧密。在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日渐被重视、

自然环境的破坏对地球生物包括人类的生存发展产生更大反作用时，跨学科研究就更为必要。很
多问题如果不使用跨学科研究不可能完成，也不可能得出客观可信的结论。只有综合人文社会科
学多个学科的理论及方法，广泛应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将人文社会科学与医学、工程学、环境科
学、地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化学等学科交叉结合，才能取得突破性、创新性成果。环境史是
人文社科研究中广泛、深入应用跨学科研究的领域，凸显了跨学科资料在环境史史料学中的价值。
随着环境问题、环境危机向跨区域、跨国界方向的发展，环境史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不再是一

门学科或技术、也不是一地一国能完成的。很多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性，使整合多学科力量、应用
多学科理论及方法开展集成性研究成为必然；使研究规范从以往的“无学科”阶段，经由学科研究为
主导和学科间交叉渗透的阶段，进展到了跨学科整合研究的层次和高度上。跨学科研究名副其实
地成为了一种为库恩所称道的新“范型”［６］。这在环境史研究中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即现当代学
术研究及探索的“新范型”特点日益广泛地被应用到环境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如在环境疾病史、
物种变迁史、环境法制史、环境考古史研究中，需整合文献学、考古学、法学、古生物学、生物地质学、
生物地球物理学、生物化学、环境科学、医学（中、西医）、毒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及方法，才能
取得突破性及创新性成果，使研究结论在深入、细致中趋向客观真实。
随着环境史学科的发展及研究视野的拓展，未来环境史研究中，更冷静地看待并客观切实地应

用跨学科资料为研究服务成为最迫切、最基本的要求。但具体应用这种方法时不能将其泛化或表
面化，也不能简单地生搬硬套。因为不是所有问题都必须要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也不是学科交
叉越多越好，恰当把握学科交叉的“多”与“少”就成为研究结论是否科学合理、客观准确的关键［７］。
如进行史前环境史研究时，因文献资料缺乏，只能依据史前考古资料。但考古资料只能进行文

化面貌、经济形态、社会生活和分期断代等问题的研究。要复原自然环境的变迁、人类体质发展和
社会组织变化，不仅需结合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方法及结论，通过现代科
学技术在考古上的应用，为分期断代提供更具体的论据，更需要应用以研究古代气候、地质、植物、
动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并探讨古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为目的的环境考古学的方法及研究结

果；而环境考古数据及结论的得出，又需要借助植物学、孢粉学、植硅石学、第四纪地质学、环境科
学、同位素、碳１４年份测定、磁学等学科的方法、理论及结论。如运用孢粉分析法不仅可确定遗址
年代，推断古人类生活的环境，还可了解古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据孢粉中栽培作物的花粉阐述
社会发展及某些作物的起源和发展，据地层中的孢粉种类推测遗址的植被面貌及其气候、生态特
征［８］。植硅石分析法在黄土地层研究中可弥补花粉分析的不足，在恢复古气候方面具有极高的分
辨率和灵敏性。通过植硅石组合带的阶段性特点所反映的古气候演化具有明显的冷暖波动和周期
性，作为恢复古植被和古环境的有效手段［９］，去恢复古人类的活动环境，研究当时的环境及变迁状
况；通过磁性地层学及磁性调查法确定古遗存、古人类化石的生产或保存的时代、遗址的年代，了解
考古对象所处的古气候、地势、水流向等环境因素［１０］；利用空间遥感技术，为古城、古水利设施、大
型陵墓群及大江河等地遗址、环境变迁等考古调查研究服务［１１］，对古人类生存的古生态环境的虚
拟与数字化重建，明确古环境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状况具有重要价值。
对云南沧源佤族崖画时代环境状况的研究，就充分说明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环境考古，进而

在考古时期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通过此种方法得出了不能从文献及考古发掘中得到的植被
种类及环境、气候状况等的科学结论。考古工作者最初在沧源县境先后发现了１０处古代崖画，因
文字记载和附属遗物的贫乏，年代断定一度困扰着考古界：虽用碳１４测定其年代为距今３　０３０±７０
年，并据画面动物图形及崖画的遗物推论其为新石器时代产物，但具体环境状况依然不清楚。胡雨
帆、吴学明等用孢粉分析方法对崖画年代及其自然环境进行考证，分析融合在崖画颜料中的孢粉组
合，发现当时木本植物以栎属居首位（占木本植物花粉的３２％），其次是松属和紫杉属植物（１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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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草本植物以蒿属植物最多（７４％）。５种硅藻化石中双壁藻占５４％。说明当时的植被属中
亚热带落叶阔叶、常绿针叶混交林和以草本植物蒿属组成的森林草原，为温凉的中亚热带植被类
型。湖泊沼泽和河谷中大量繁殖着各种硅藻，按今中亚热带气候带年均气温１５～１８℃计算，３　０００
年前沧源地区的气温较现今属南亚热带气候的气温低２～４℃。后据布列特———色南德尔的冰后
期气候和森林演化分层表可知，崖画颜料中的孢粉组合属亚北方期。从而确定崖画产生年代为青
铜器时代，距今３　０００年左右［１２］。
在边疆民族地区瘴气的研究中，长期以来瘴气被医史学界认为是疟疾。由于瘴气在有历史记

忆及文字记录以来，大多分布在边疆民族地区，部分人文社科研究者认为瘴气是边疆、落后、贫穷、
荒远等文化层面的代名词，甚至被认为是想象、意象等思想层面的东西。这与人们长期以来只靠文
献进行研究，但很多文献却语焉不详有关。瘴气研究者周琼应用了生态学、生物化学、医学（中医、
西医）、毒理学等学科理论及研究结论后发现，瘴气是一种在生物多样性特点浓厚的湿热环境中产
生，含有尸胺（１，５－二氨基戊烷，１，５－戊二胺，ＮＨ２（ＣＨ２）５ＮＨ２）、腐胺（１，４－丁二胺，１，４－二氨基丁
烷，ＮＨ２（ＣＨ２）４ＮＨ２）等有害化学成份及多种动植物毒素并以气体及液体形式存在的实体，在边
疆民族地区长期存在；先有实体，才由实体存在的区域与民族而衍生出文化层面、地理空间等虚体
的内涵。当人接触瘴气及瘴水发病进入瘴疠（疾病）阶段后，瘴疠才成为瘴区疾病群的代称。此种
瘴疠既包含尸胺、腐胺及动植物毒素所致之病，也包含携带疟原虫的按蚊叮咬人体后传播的疟疾，
还包含血吸虫、钩虫、伤寒及其他热带疾病［１３］。至此，长期困扰研究者的瘴、瘴疠的真实面目通过
多学科研究得以揭开。
又如，商周时期中原青铜器的矿料来源问题是长期困扰中国考古学界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

来，作为涉及商周历史和中国冶金起源的重大学术课题受到重视。郭沫若、唐兰、容庚、闻广等学者
都进行过热烈讨论。闻广先生还号召在中原找锡，以期解决中原无锡而商周青铜器中有大量锡的
矛盾。１９８４年，金正耀用现代同位素光谱技术对殷墟青铜器进行示踪研究，发现１４件青铜器中有

４件的铅同位素属比值极低的异常铅，并与滇东北永善沙厂的异常铅同位素特征一致，与中国其他
矿山铅同位素分布场有很大差异，断定殷墟青铜器矿料应来自云南永善金沙厂，使商周中原青铜器
矿料来源问题有了初步结论，即三千年前云南金属矿产就已得到开采并运至中原。李晓岑对甲骨
文、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对商周时期滇东北矿产输入中原，并产生过世界性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
考证后，推断滇东北是中国最重要的冶金发源地。其早期冶金技术高度发达，并创造了很多冶金史
上的伟大发明，在中国乃至世界冶金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有助于对商周王朝势力
范围和中国金属早期生产真实面貌的了解，还有助于推进对云南作为冶金王国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要进行跨学科研究并熟练掌握其研究方法、运用其资料并非易事；尤其在中国长期单一学科培

养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学者更是如此。从事跨学科研究不仅需要具备传统科学研究需要的专业素
质，还要具备跨学科的意识、视野和情怀，并经过训练及培养，具备必要的学术规范品质［１４］，团结、
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及其研究理论、方法、成果，才能将更客观、详实的资料应用到环境史研究
中，从而在重要问题的研究中做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及现实借鉴意义的成果。
但跨学科研究绝不等同于简单地把几个学科拼凑在一起，也不同于各学科围绕一个共同问题

独立地同时工作或依次工作的研究，而是不同学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研究；它不挑战学术共同体的
结构或功能，也不要求研究者的学术观发生任何改变［１５］，而是各学科在思想和方法上的融合；在具
体研究中通过学科间的对话、商讨与合作，建构共同的研究框架，以获得全面系统的资料及客观准确
的成果。从这个角度而言，环境史研究更需要跨学科的资料，才能得出更科学、完整、客观的结论。

五、环境史史料的特点及应用

尽管中国史籍浩如烟海，但古代还没有现当代语境下的“生态”、“环境”概念，文献类目中根本
没有“环境”或“生态”等专门、专题的史料。这给环境史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但中国自古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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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视天（自然）人关系的国度，与生态思想、生态环境相关的制度、法规的记载很多。史籍中有大
量没有刻着“环境”签而实质上反映环境内容的史料。若仔细深入地发掘这些零星分散且数量众多
的史料会发现，环境史料是极为丰富的。目前，环境史料得到了广泛深入的挖掘、拓展及利用。在
文献及考古资料、田野调查及非文字资料、跨学科资料为研究提供有力支持的情况下，环境史史料
学逐渐发展起来。它具有传统史料学的特点，也有其独特性。“五重证据”在环境史不同研究阶段
中应用的程度、方式各不相同。

（一）具有传统史料学的内涵及特点
环境史作为历史学新兴的分支学科，虽然研究方法、内容、范式都与传统史学有极大差异，但其

研究依然建构在传统史学的基础上。以传统史学的方法、内容及框架为基础，必然具有传统史料学
的内涵及特点，也具备跨学科研究所需的特殊类型史料的特点。分析、考辨并恰当运用宏观性与微
观性史料，是环境史料发掘应用中最基础的工作。在保证文献的全与真、充分注意史料关联性的基
础上，将具体问题置于宏阔的大背景下考察，才能深化环境史研究。

（二）具有分散性、残缺性特点
主要表现在分布及反映的信息零散残缺。虽然环境史料常在实录、正史、地方志、游记、笔记、

文集、专题档案等与环境史联系较密切的文献中出现，尤其在地理、灾异（祥异）、气候、物产等类目
中相对集中，但绝大部分史料则零星地分散在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古籍中，搜检耗时费力，也很难
使用，即便是研究同时期、同地区的同一生态对象，都需要应用不同时期、邻近地区的不同类型、不
明确的零散史料才能完成。残缺性主要指环境史料的时代、区域、内容尤其各生态要素内容的不系
统、不完整。虽然不同类型、特性的史籍中都散布着环境史料，但信息极不完整，往往只有零星的一两
句话或简短的几个字词。这些一鳞半爪的资料既不可能反映生态环境的准确信息，也很难证明环境
及其变迁的状况。而且很多史料几乎没有办法确定其时间、地点，虽有一定价值，但不能发挥其价值
及优势，“完整的史料破碎得越早，散落的范围越广，重新发掘与重组的难度就越大，正确认识它本来
面目的概率就越小”［１６］４４８。即便是在大部分史料信息化的时代，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及辨别依然存
在难度，往往耗时无功；其零散、残缺的特点也不便于进行专题性的深入研究。只有发掘其他相关史
料，综合各种信息进行考辨分析，拼合串联相关史料的内涵，才能确定其具体价值，重构环境发展史，
此即发掘重组破碎的历史碎片的工作。“通过史源性考证，理清史料碎片的所属脉络及其在相关枝节
中的具体位置”、“将一件件支离破碎的历史碎片定位拼合成一幅完整的可以理解的图景”［１６］４４４、４４７。并
使用相关学科的结论及资料，才能使这些分散、残缺的史料在环境史研究中发挥切实的作用。

（三）具有隐蔽性、模糊性特点
主要指史料中的环境史信息及内容并非直截了当地以文字、语言、实物等形式直接、明朗地反

映出来，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躲藏在文字的背后。有的史料似是而非，模糊不清。大部分环境史
料还隐蔽、模糊地存在于不同史籍中。无论是文献史料、考古资料，还是田野调查资料、非文字史
料，概莫能外。这就给环境史料的整理及研究提出了新要求。研究者要从不起眼的、零散的，无明
确信息的资料中捕捉其中隐藏的环境史内涵。只有环境史信息被准确理解、应用时，其史料价值才
得到了完好的体现。如面对社会史、经济史、民族史史料中隐藏的环境信息，只有心怀“环境”及环
境的具体要素并用心体会、琢磨，仔细、反复地研读，才能明了其中的环境史内涵。这与考古工作者
发掘遗址时“心中想到什么，才能挖到什么”的深刻内涵有异曲同工之妙。环境史料的整理与应用
正需要这种精神，只有心中想到，眼里才能看到。因此，环境史研究者最需要具备的就是一双搜集、
选择、识别、整理、考证史料的慧眼，不仅要具备文献学的专业基础知识，还要具备从杂乱繁芜、分散
隐蔽、破碎模糊的资料中发现并搜取、考辨与环境史相关的、哪怕是零星点滴资料的能力，并恰当地
运用这些资料来为研究服务。

（四）具有主观性及有限性特点
即历史记录的选择及其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及局限性。各类史料是不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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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录者或著史者在对社会及过往历史进行认识与思考基础上加工、改造与重构而成。无论是当
代人记当时事，或后人的转述和记载，即便是对前人经历与传闻的记录、对当代留存的史籍及档案
等的整理记录等，记录者不可能事事亲历亲察，其内容难免有道听途说及编纂者或统治者伪造篡改
的成份，存在着极大的主观色彩。且历代编纂、解释、考订的丛书、类书、政书、实录、起居注、会要、
会典等史籍都是由不同学者所选择的史料组成，史学家再据此修史及研究，或多或少都会受记录者
及著史者主观目的、政治态度、历史观、文化水平、思想观念、观察判断能力及个人经历与阅历、生活
经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无不蕴含着个人的感情与主观见解。建基于传统史料基础上
的环境史料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性特点，反映的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及其变迁历程的信息也受记录
者主观意志及其环境视野的影响。尽管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丰富具体、多姿多彩，留存的史籍
汗牛充栋，但与漫长的历史过程相比，史料的记载极其微少，根本不可能穷尽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
程及每个精彩瞬间。留存的史料还存在重复、类似的情况。其囊括的历史信息远远小于历史的全
貌，且史籍因自然及人为原因常遭毁损散佚，很多地区、时段的史料大量残缺，决定了史料的有限性
特点。建基于环境主导观念缺乏的传统史学基础上的环境史料就更为有限，尤其相对于整个环境
的发展变迁史而言，有限性就更为凸显。

（五）具有分布不均衡、无规律的特点
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环境史料在不同类型史籍中分布的不均衡及无规律最为突出。一般说

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中，史部的环境史料相对集中、记载较直接；经部、集部中的诗歌、散文、
笔记、游记等对生态环境及其具体状况的记载较直观、形象，但数量相对较少，很多内容较抽象，准
确性较小；子部主要记载环境思想及环境伦理观念等的信息相对集中，环境思想的承袭性及时代性
特点相对凸显。如明清时期的奏章文稿、实录、档案、会典等史籍中，环境史料一般集中在与灾害及矿
冶业、土地利用、农业生产及生活相关的类目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生态环境的状况；文集或全集、合
集、丛书、传记、年谱、碑传、宗谱、方志、信札旧记、报纸、杂志等史籍中的环境史料一般以相对具体、形
象及直观的状态存在，但较分散且不完整；为便查检、征引而集中采集、分类辑录资料的类书及分门别
类、以事类为中心、按类编排的政书等史籍中，环境史料相对集中、直接，其他史籍中相对较少。
其次，环境史料在不同历史阶段分布的不平衡、无规律，即便同一朝代记录的资料也存在前后

期的不平衡，不同时期史料的详略、类型及重点取舍不一。如先秦、汉晋时期史籍中环境思想的史
料多、环境变迁的史料少，与早期生态环境没有受到严重破坏有密切联系；唐宋尤其是明清以后，生
态破坏日益强烈，人们的生产生活受到了极大冲击及破坏，史籍的记载者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
响，有关史料就在史籍中多了起来。
先秦时期被视为中国环境变迁史上的黄金时期，良好的生态环境孕育了先秦思想家深邃厚重

的生态思想，各类史籍中留下了水草丰美、森林茂密、物产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及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信息，为先秦环境思想史、环境变迁史研究提供了基础。但先秦史籍留存的数量和种类都是最
少的，环境史研究难度极大，只能借助考古资料，故出土文献运用的概率在各历史时期中位居最高。
两汉、魏晋是中国气候史上的温暖期及寒冷期。随两汉人口的增长及垦殖范围的拓展，生态环

境第一次遭到严重破坏。魏晋时期游牧民族南下及五胡十六国的建立，农牧交界地带南移，战乱频
繁，人口大量减少，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恢复。在社会及环境的剧烈变迁中，环境思想及环境变迁信
息进入史籍，但数量依然不多，考古资料的应用比例较高。
唐宋以降，随气候的变迁、温度带及干湿带的南移，北方生态遭到自然因素及人为开发的强烈

干扰及破坏，经济中心逐渐南移，生态环境的破坏态势随之移到南方。原来瘴疠充斥、疾疫流行的
南方原始环境逐渐被开发为耕作区，生物种类减少乃至灭绝的现象及环境灾害在南方上演，人们的
生产生活受到了极大冲击，相关记载多了起来，出现了动植物种类、分布及其生活状况以及生物生
存环境的变迁及其群落生存状态的记载。在一些早期区域性地方志中，地方环境状况及其变迁内
容记载颇多。唐宋文献保留比汉晋完整，环境史料相应地多了起来，但文献数量依然有限。“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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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在环境史研究中交互应用，既有数量相对多但覆盖面小的文献资料，也有保留较多的古迹、遗
址、遗迹等资料可供利用。
明清史料绝大部分都留存至今，史籍数量及其涵盖内容达到了历史以来的最高峰，环境史料也

随之达到巅峰。将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状况记录入史者，已不仅限于史官及相关衙门，官员、士人、普
通知识分子乃至民众也成为了史料的书写者、记录者；尤其官员的奏章文稿，游人骚客的诗词歌赋、
游记、文集，私人撰修的志书、家谱、日记、书信、手札乃至账簿、契约文书等，都保存了大量环境史信
息，为专题研究提供了证据。“二重证据”依然是此期环境史研究的基础，但权重发生了变化。虽然
此期遗址、遗迹、器物等保存较多，但发掘较少，考古资料应用也较少，各类详实的、易于搜集的文献
资料的应用就占了绝对优势。
民国时期，近代科技被广泛应用到文化传播行业，史料记载及流传方式呈多元化发展，其种类

之多、内容之丰富是历代史料不能比拟的。数量庞大、内容详尽的档案资料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有
力支撑；数量及类型丰富的笔记、文集、全集、合集、信札、丛书、日记、游记、地方志、家乘谱牒、契约
文书、传记、年谱、碑传等均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资料；小说、曲艺、诗文辞赋等文艺作品记
载了丰富的环境史信息；数量众多的全国性、地方性报纸、杂志成为记载及反映生态环境及其变迁
史料的重要载体；照片、录音、录影材料等音像资料成为反映环境史最直观、最具体形象的载体。民
国地方政府在各地进行的对土地、人口、森林、水利、种植业、工矿业等的调查及其资料，为近代环境
史研究提供了最集中、真实的资料。民国人物访谈的口述资料、民族地区留存的可发掘利用的非文
字资料也成为研究的直接证据。这是环境史研究中“五重证据”兼用的时期，但各部分应用比重不
同，考古资料相对较少，非文字资料、田野调查资料、多学科资料、文献资料应用逐次增多。
现当代的环境史资料最为丰富。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后，随环境问题及环境危机的加深，环境

及环保意识逐渐深入人心，环境史料随之达到巅峰。在当代人记当代事极为普遍、电子科技信息及
印刷传播、文化教育飞速发展的时代，不仅统计调查资料、档案资料、笔记文集、诗词歌赋、契约文
书、家谱志乘、碑刻书信、日记信札游记等文字及音像资料的数量巨大，且资料保存的载体也呈多元
化发展，日新月异的电子信息技术使资料留存的量及质达到极致。通讯及交通的发达及日新月异
的更新换代，各类进入记载者视野的、分工较细的专题与专业性环境信息以海量速度飞升，为环境
史研究提供了强有力支撑。但现当代环境文献资料的利用难度较大，如档案资料或未开放或因涉
密、涉及当代人事、属敏感问题、未有定论或未能解决而不能使用，或因种种人为或制度原因导致文
字资料及数据虚浮不确而难以进入研究层面，使一些原本可以也是最有条件进行的研究不能展开。
考古资料极少使用，只在特殊问题如灾难性环境事件研究中，地下发掘、出土的资料才显出其可贵
性；田野考察资料因直观、具体性特点而发掘应用最多，获取了很多现当代环境状况及其变迁史的
详实、客观信息；非文字资料的发掘也因其直接具体及可操作性，或因民族特征在现代化迅速推进
中的急速流逝而具有了民族文化的抢救性功能而被普遍应用；跨学科资料更因学科间日益广泛的
联系及其在重要问题研究中的突破作用而受到重视。民族区域环境史料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
再次，环境史料存在着区域的不平衡性。一是环境史料的种类及内容的区域不平衡。这与不

同区域的史籍数量及其环境与生态价值观有关，也与各地生态环境的特点及其变迁状况、变迁趋向
有关，更与记载者的生态认知程度密切相关。故有的区域环境史料多，有的区域少；某些区域动物
生态环境的史料详实，其他区域则是植物生态环境的史料详实；有的区域只简单记载环境及其变迁
状况，有的区域除记载历史时期生物环境之外还加记了作者生活时代的环境状况，反映出区域环境
变迁的广阔状貌。二是史籍分布的区域不平衡。不同地区的文献资料留存数量及内容的差异，与
各区域及其个体历史发展、社会背景、文化教育、思想意识等的差异有关，也与各地文化发展、修史
及记史观念及实践、史籍传承及保留程度有关，使史料的记录及选择方式与标准不尽相同，甚至存
在反差，致其类别、内容及其详略存在区域性差异。一些区域因记载者关注而详实具体、因修史风
气浓厚及史籍保留传承较好而使环境史资料较为完整，另一些区域则简略单薄，或根本没有环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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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踪迹。一般而言，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较发达的中原内地，环境史料相对较多；边疆民族地
区因汉文文献记载较少，民族文献典籍也少，环境史资料就更少，无文字及文献的民族的环境史料
几乎为零，环境史研究只能依靠田野资料及非文字史料。
同时，民族地区的图像、雕刻、牙花、壁画、歌舞等非文字环境史料也存在分散性、不均衡性、隐

蔽性特点。很多环境史信息和内容不可能集中在一幅或几幅图像或雕塑上，也不可能集中在一个
舞曲和一部史诗中，而是分散在众多不同类型的非文字遗存中；部分民族的环境史料多，有的民族
少；一些民族的环境史料还隐藏、分散在文学、医学、哲学等资料中。需要研究者深入实地进行广泛
深入的调查，搜集这些从类型到内容都比较零星的史料并分类整理、分析辨别、考证，在综合各类信
息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及成果，得到民族环境史发展演变的相关信息，“史料的真伪
应该是最先着手审查的……对于史料毫不加以审查而即应用，则其所著虽下笔万言，而一究内容，
全属凭虚御空，那就失掉了存在的资格”［１７］。应用梁启超整理史料的五种方法（钩沉法、正误法、新
注意法、搜集排比法、联络法）来鉴别此类史料的伪真性、发展性及演变性特点，去除此类史料受调
查访谈者感情倾向、记忆力、利益驱动及其他人为因素影响而出现“偏见”的成份，探寻不同史料反
映的生态现象及真实的生态环境状况，使其最大限度地反映或接近民族区域环境及其发展变迁史
的真实情况，才能揭示各民族地区环境变迁史的轨迹。
总之，在环境史研究中，应熟悉和掌握环境史料的不同特点，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不同

史籍中发掘环境史信息，充分研究并用好五重证据，建立完善环境史史料学，使环境史研究结论建
立在客观、可信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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